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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察哈尔特别区域的设立与区域调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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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民国初年，在边疆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北京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立了特
别区域。这一高层政区体制的形成和区域范围的确定，受到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格

局的深刻影响。由于该地区盟旗区域广大，以农业为主的县区范围狭小，缺乏设省

的政治、经济基础，因而采取了特别区域这一形式。而其行政区域的议定，也是经

过了多处县域纷争方才最终确定，这一点在察哈尔特别区域设立过程中尤为典型。

区域纠纷的发生，主要缘于地方长官为了扩大财政收入，而边疆地区的民族、军事、

交通条件等因素又成为影响区域隶属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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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１９１４）七月，北京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域。关于
这一政区沿革、行政体制已有不少论著涉及①，但仍有部分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探讨。例如，

虽然高层政区的设置背景是边疆危机②，但为何会采取特别区域这一特殊形式？就三个特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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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察哈尔特别区域的建置沿革，通论性著作均有提及，如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 １册《京直绥察热五省区
志》，世界书局 １９２４年版；宋哲元修，梁建章纂：《察哈尔省通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版，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钱实甫：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年版；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
版；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上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
史》第 ４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内蒙古通史·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版；周振鹤主编，傅林祥、郑宝恒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另有研究关注
到其行政体制，如刘迪香：《热察绥巡阅使与民国前期特区军政体制探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期；张建军：《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都统制度初探———以绥远都统的设置为例》，《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刘迪香：《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省区军政体制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
［日］贵志俊彦著，曾业英译：《内蒙古地区袁世凯政权统治体制的形成———蒙藏院的成立与内蒙古三个特别行政区

的设置》，《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２１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 １２１—１４０页；王德胜：《北洋军阀对蒙
政策几个问题的初析》，《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 ３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２６—１３６ 页；刘茗：《热察绥改
省对国家整合的影响研究（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 年；苏日朦：《民国时期察哈尔的垦
政与政区变化》，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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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辖境范围而言，虽然明显沿袭了清代的都统（将军）辖区，但其行政区域的议定却并非简单

划定，而是有着复杂的区域、边界纠纷。对于这些区域纠纷及解决过程，目前的讨论还不多。①

本文尝试以察哈尔特别区域为中心，对特别区域体制的确立及其行政区域的议定进行考察，以期

对民国初年边疆高层政区的设置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察哈尔地区特别区域体制的设立

清朝末年，蒙古地区受到俄国、日本的窥伺，在内地政局动荡的同时，蒙古地区也出现了脱离中

央的分裂活动。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十二月外蒙古宣布独立，并号召内蒙古蒙旗响应和加入。进入民
国，内蒙古呼伦贝尔、东部盟旗等亦宣布“独立”，一些蒙古王公也在暗中策划脱离中央政府的活动。

除了政治分裂活动之外，内蒙古各盟旗一度受到外蒙古的军事威胁。１９１２年底，外蒙古数千人南犯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一度进占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大部以及察哈尔八旗、昭乌达盟北部地区，直

至 １９１３年底才被击退。② 在此严峻形势下，内蒙古地区设立高层政区刻不容缓。
内蒙古地区高层政区最初被规划为省制。蒙古建省之议，清末即已提出。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地方官员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分省方案（表 １），但因清朝覆亡未能施行。③ 进入民国以
后，北京政府沿用了这一设想。１９１２年 ４月，袁世凯以蒙藏地方不靖、地域辽阔、居民复杂等，提
出分内外蒙古为三省、每省驻兵，并仿效内地设官④；１９１３年 ５ 月，北京政府提出蒙古地方建省议
案，并提交国会讨论⑤；１９１３ 年 １０ 月，北京政府在争取东蒙古各盟旗内附的会议上再次提议⑥。
同时，边疆大员中也不乏提出建省者，如 １９１２年，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即呈文以其军事辖区设省。⑦

表 １　 内蒙古地区清末分省方案

分 省 区 划

２省方案 东省：承德、朝阳 ２府 ６州县、口北 ３厅及漠南蒙古东部盟旗
西省：归绥道 １２厅、察哈尔右翼 ４旗、土默特 ２旗及西部乌兰察布、伊克昭 ２盟

３省方案
热河省：承德、朝阳 ２府、卓索图、昭乌达 ２盟
开平省：察哈尔左翼 ３厅、右翼 ４厅、察哈尔八旗、牧厂及锡林郭勒盟
绥远省：归绥道 ８厅及乌兰察布、伊克昭 ２盟、阿拉善 １旗

　 　 资料来源：苏德毕力格《清朝对蒙政策的转变———筹划设省》（《蒙古史研究》第 ６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第 ２３０—２５９页）；李细珠《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相关研究如王晗：《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历史地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等。
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上册，第 ２１２页。
苏德毕力格：《清朝对蒙政策的转变———筹划设省》，《蒙古史研究》第 ６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３０—
２５９页；李细珠：《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
《蒙藏改省先声》，《新闻报》１９１２年 ４月 １２日，第 ３版。
《奉天电称，内蒙古各王公虽经宣布愿竭忠民国，而已向中政府提出抗议，反对以蒙古改为行省，并要求自治及练兵之

权（俄京电）》，《时报》１９１３年 ５月 ２７日，第 ５版；《北京政府拟改内蒙古为行省，己有议案交国会，提议内蒙古东四盟
将暂行改为两省（北京廿一日德文报电）》，《时报》１９１３年 ８月 ２２日，第 ３版。
《内蒙古王公将于二十日集议于长春，内蒙改设三行省之计划暂不实行（北京十五日德文报电）》，《时报》１９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日，第 ５版；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上册，第 ２６２—２６３页。
《何都统拟仿照热河办法参酌察防情形改建行省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１，案卷号：
１５１１，第 １４５—１５０页。



民国初年察哈尔特别区域的设立与区域调整 ５３　　　

但改省是蒙古地区行政体制的重大改变，并不容易施行。清朝时期，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

度，清廷只对蒙旗札萨克进行任命，各旗事务则由王公札萨克自行管理。对于自己的属民、属地，

蒙古王公有着完全的管理权限。改省之后，地方官员由中央委派，蒙旗王公传统的政治权利必然

削弱，这难免会遭到其反对。在清末蒙古建省的讨论中，多位边地大员即提出，改省会削夺盟长、

札萨克的权力，必然遭到盟旗王公的反对，反而造成蒙古民众人心不稳，对抗朝廷。①进入民国

后，蒙古王公对建省计划持强烈反对态度。１９１２年 １１月，北京政府为争取东部蒙古各盟旗内附，
召开第一次东蒙古会议，蒙古王公要求中央政府承诺蒙古地区“不得设立行省”②。此后，甚至报

刊登载有关内蒙改省的相关议论，蒙古王公都要求中央政府命令禁止刊载。③ 故此时蒙地改省

并不具备政治基础。

另外，财政来源也是设立高层政区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一般而言，省级行政机构所需经费

来自于所辖各县的赋税收入。蒙古地方不同于内地，盟旗制度之下，蒙古民众以游牧为生，并不

承担国家赋税。清末民初，虽经历年开垦，长城以北只有沿边地带设有府厅州县，其余广大区域

仍为蒙旗游牧地区。县域数量过少、范围狭小使得改省后的财政来源成为重大问题。如察哈尔

都统辖制区域包括察哈尔 ８旗、牧群及锡林郭勒盟 １０旗。至民国元年，该地区仅设有 ７ 县，其中
左翼设有张北、独石、多伦 ３ 县，右翼设有丰镇、兴和、凉城、陶林 ４ 县；７ 县以北的察哈尔 ８ 旗、
４牧群及锡林郭勒盟 １０旗，仍为广阔的游牧区域。直至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呈请开
垦旗群游牧地时，仍称察哈尔辖区中蒙旗游牧区域占十分之八九。④ 旗县、农牧分布情况如图 １
所示。可见，此时内蒙古地区建省也不具备经济上的基础。

鉴于以上情形，北京政府开始对内蒙古地区筹划特别行政体制。１９１３ 年 １２ 月—１９１４ 年 １
月间，内务部对全国行政区拟定了调整方案，其中专附《改划全国特别区域说明书》，提出在边疆

地区施行特别区域体制，并说明了设立理由：

窃以古制有荒服之区，近世多殖民之地，名称虽异，要皆因国家统治权所及之领土，其政

教言语风俗，与内部绝殊，或草莱初辟，不可与腹地齐治，故不得不实行特别行政制度，以资

治理。非仅羁縻维系，殆亦灌输文化，图国力之扩张焉。我国自共和以来，五族一家，凡蒙藏

青海，罔不隶于民国版图之内。当此整顿地方制度之际，所有边地，亟宜因旧有区域实行军

民合治，巩固边圉，研求垦殖，庶几逐渐开化，蕲与内地相颉颃。⑤

由以上阐述可以看出，边疆高层政区采用特别区域这一形式，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

边疆地区为民族聚集区域，政治、文化、语言、风俗等与内地不同；二是边疆地区尚未开发，经

济落后，不能直接设置内地行政体制。因此，设立特别区域，实行军民合治，目的在于巩固边

防，促进边地开发与进步。对于内蒙古地区，内各部则依据清朝所设的察哈尔都统、绥远将

①

②

③

④

⑤

苏德毕力格：《晚清政府对蒙古、新疆、西藏的政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９４—９５页。
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上册，第 ２５７—２５８页。
《蒙藏院呈哲盟请禁止改省谰言据情转陈请示文并批令》，《政府公报》第 １１３７号，１９１５年 ７月 ８日。
《都统呈大总统酌拟开放蒙荒优待王公厚恤旗群各办法以体蒙艰而兴地利，并请特颁明令严杜私放厉禁盗卖用维垦

政文（垦务总局承办堂稿）（四年六月十六日）》，《察哈尔全区垦政辑览》第 ４ 册，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
编》第 ４０辑第 ３９５册，文海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３—７页。
内务部职方司：《改划全国特别区域说明书》，民国二年铅印本，第 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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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民国初年察哈尔地区行政与农牧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８ 册《清时期》“直隶”“山西”“内蒙古六盟 　 套西二旗 　 察哈

尔”图（中国地图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 １９９６年印刷，第 ７—８、２０—２１、５７—５８ 页）改绘。同时参考宋哲元修，梁建章纂《察
哈尔省通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版，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地图；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Ｔａｏ Ｓｕｎ，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Ｘｕ，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ａｇｒｏ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ｈ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１５（１３４），ｐｐ：７５ ８６。

军、热河都统等驻防辖区，分设为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特别区域。①

二、察哈尔特别区域疆域的争议与划定

从 １９１４年 ７月颁布的《都统府官制》来看，热、察、绥三个特别区域范围基本是按清代沿边驻
防将军（都统）的军事辖区划定。虽然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但辖区的确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

历了多次纠纷。口外财赋收入主要来自以农业为主的各县，但农业县份数量有限且范围狭小。

在特别区域议定过程中，各区长官为扩大各自财政基础，极力争取划入更多县份，引起了县域隶

属的激烈纷争。其中，尤以察哈尔特别区域的纠纷最多。察哈尔地方位于热河、绥远两区之间，

南与直隶口北道相接，时任察哈尔都统为保证足够的财赋来源，分别对西、南、东三处县份进行索

① 内务部职方司：《改划全国特别区域说明书》，第 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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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形成了三处区域隶属纠纷。以下对此三处争议及其解决分别进行考察。

（一）察哈尔、绥远对察哈尔右翼旗县的争夺

察哈尔特别区域的区划纠纷中，最早出现的是对右翼旗县的争夺。这一争议的出现，是随着

绥远将军率先呈请设立高层政区产生的。１９１３ 年，绥远将军张绍曾呈文北京政府：为巩固绥远
地区边防，迫切需要设立新的高层政区，其范围包括归绥道 １２ 县，以及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各
旗。１２月 ５日，该呈请得到大总统批准。① 对于此项设区方案，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察哈尔各旗
总管听闻之后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因为划归绥远的 １２县中包含有察哈尔右翼地区 ４ 县，该 ４ 县
位于察哈尔右翼 ４旗之内，对察哈尔方面颇为重要。

察哈尔方面的反对实际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从察哈尔都统的角度来看，右翼 ４ 县划出破
坏了察哈尔的建省计划。时任都统何宗莲称，察哈尔在民国元年即有设省的筹划，省域范围即以

察哈尔八旗游牧区域为基础。察哈尔八旗地区共有 ７县：左翼 ３县，右翼 ４ 县。一旦划出右翼 ４
县，整个筹划设省区域仅剩 ３县。况且 ７ 县之中，左翼张北、独石、多伦 ３ 县气候、土质等自然条
件均不如右翼 ４ 县优越，耕地、人口规模亦不如右翼 ４ 县。若将右翼 ４ 县划入绥远，不仅使得察
哈尔都统辖县减少过半，还将仅有的繁盛之区划出，察哈尔独立设省的财政基础将不复存在。另

外，在行政方面，右翼 ４县中，民人与察哈尔蒙古的交涉案件，向来由察哈尔都统参与处理，若 ４
县划归绥远将军管辖，处理此类事件必然造成察哈尔都统、绥远将军权限冲突。② 图 ２ 为察哈尔
与绥远地区县级政区示意图。

第二，从察哈尔八旗的角度来看，将右翼 ４ 县划归绥远损害了察哈尔蒙古的利益。首先，这
破坏了察哈尔八旗游牧地的完整。虽然右翼 ４ 县隶属山西归绥道，但县境实际位于察哈尔右翼
旗群游牧地中，各县地亩有相当部分是由察哈尔蒙古游牧地开垦而来，其土地所有权仍归察哈尔

蒙古，４县所开垦的游牧地部分需要向察哈尔蒙古交纳地租，称为四厘私租。因此，右翼 ４县若划
归绥远，实际上是将部分察哈尔游牧地分割出去。另外，虽然清朝定有土地租赋，但 ４ 县开垦多
年从未交纳，若划归绥远，其所欠察哈尔蒙古租银则无法追回。这对察哈尔蒙古来说，亦是巨大

经济损失。③

所以，４县的划出，无论是对察哈尔都统的建省计划，还是对察哈尔八旗蒙古的切身利益均
会造成重大的损害。尤其是在民国肇基、边疆形势不稳的情况下，更会造成蒙古民众对中央政府

的怀疑与离心。可惜北京政府对察哈尔方面的反对并未认可。１２月 １７日，大总统将反对意见驳
回：“应仍查照议决原案办法，所请应毋庸议。”④随后，内务部又批准于 １９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设
立绥远特别行政区域，并要求山西与绥远办理省区划界、县份交接等项事宜。⑤

对于中央政府的坚决态度，察哈尔都统何宗莲本已被迫接受这一规划，转而向南寻求扩展。

但由于绥远将军对察哈尔右翼 ４旗土地开垦权限的争夺，使得察哈尔方面与绥远将军的冲突再

①

②

⑤

《国务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呈大总统陈明国务会议议决，将口外十二县并乌伊两盟归绥远将军管辖等情，请批

示遵行文并批》，《政府公报》第 ５７４号，１９１３年 １２月 ８日。
③④　 《署理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呈大总统，据情转呈八旗各总管等恳将右翼兴和、丰镇、宁远、陶林等四县毋庸划归绥远
城改组等情，请鉴核示遵文，并批》，《政府公报》第 ５８５号，１９１３年 １２月 １９日。
《咨缓远城将军绥晋界址划清绘图咨部立案文（一月十二日）》，内务部总务厅统计科：《内务公报》第 ５ 期，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１５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９９—１００页；《令山西民政长准口外十二县内务统计划归绥远将军饬填报部
文（二月十八日）》，内务部总务厅统计科：《内务公报》第 ６期，１９１４ 年 ３月 １５日，第 ２０７—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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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察哈尔与绥远地区县级政区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８ 册《清时期》“直隶”“山西”“内蒙古六盟 　 套西二旗 　 察哈

尔”图（中国地图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 １９９６年印刷，第 ７—８、２０—２１、５７—５８页）改绘。

次激化。１９１４年初，何宗莲呈请中央政府，计划丈垦察哈尔右翼 ４ 旗余荒。由于右翼旗、县区域
插花交错，便同时咨文绥远将军，要求划清旗县界线。然而绥远将军认为，右翼 ４ 旗垦务在清末
由绥远将军管理，垦务案卷也都在绥远将军衙署，按惯例，右翼垦务应由绥远办理。内务部对此

颇为支持，认为右翼 ４县既已划入绥远，县境内游牧地的开垦理应由绥远办理。① 若按此规划，
不仅右翼 ４ 县归属绥远，察哈尔右翼 ４ 旗也一并改隶绥远将军，这将彻底割裂察哈尔八旗游牧
地和察哈尔八旗行政组织，察哈尔方面必然不满。１９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察哈尔八旗总管、察哈尔
都统分别呈文中央政府多个部门，包括国务院、内务部、蒙藏事务局、大总统，言辞激烈地反对

此决议。

此次察哈尔方面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围绕察哈尔蒙古利益进行申诉，强调察哈尔八旗这一行

政组织不能分裂。察哈尔八旗总管呈文称，右翼正红、镶红两旗蒙民听闻本旗游牧地划归绥远开

垦，一片哗然，“如汤沸腾，几乎举变”。各总管认为，察哈尔八旗向为一完整部落，世代受察哈尔

都统管辖，并且一直拥护中央政府。尤其右翼正红、镶红等旗在外蒙古“独立”期间始终向内。

① 《咨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右翼垦地应归绥远办理以清事权并复国务院文（三月二十八日）》，内务部总务厅统计

科：《内务公报》第 ７期，１９１４ 年 ４月 １５日，第 ５０４—５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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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央政府遽然将察哈尔八旗分裂，使得蒙众颇为失望。内务部、绥远将军议定将右翼 ４ 县、
４旗划入绥远时，不曾问及察哈尔蒙古的意见，此后对察哈尔蒙古的反对亦不予支持，是完全将
蒙古利益弃之不顾。各总管要求 ４县、４旗归还察哈尔，若不予批准，“蒙旗全体誓死不从”。①

何宗莲也从多个方面阐述察哈尔八旗不能分裂的理由。第一，察哈尔八旗蒙古向来为一整

体，内务部将右翼 ４旗划归绥远，实际将察哈尔八旗蒙古一分为二，必然使蒙古民众对中央政府
有所疑虑，造成蒙民离心。这将使甫经平定的蒙古地区再度形势不稳定。第二，察哈尔右翼垦务

由绥远将军办理的先例，实际上始于光绪末年绥远将军贻谷。然而贻谷虽为绥远将军，但办理右

翼垦务时，却是以“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一职开展，绥远将军向无管辖察哈尔八旗的权限。

因此，将游牧地开垦交由绥远将军办理，于旧例并不符合。第三，察哈尔八旗自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即设察哈尔都统专管，一百余年未曾变更，如今划归绥远将军，察哈尔蒙古必定人心不服。
察哈尔都统认为，设立高层政区，应以其原有辖区为限。绥远将军意图扩大财政基础，应向西北

拓殖，而不应向西南侵占察哈尔管区。②

察哈尔方面此次反对声势颇大，引起北京政府高度重视。４ 月 ２１ 日，国务院将此案交由内
务、参谋、陆军三部核议。③ 经过多方讨论，内务部考虑到察哈尔八旗的行政传统以及察哈尔特别

区域的财政基础，最终接受了察哈尔都统、八旗总管的要求。１９１４年 ５月，内务部以内务、财政、陆
军三部的名义呈文大总统，对察哈尔、绥远的疆域重新规划，将右翼 ４县划归察哈尔都统管辖：

至丰、凉、兴、陶四县，虽曾隶于归绥，而四县之设置，原系察哈尔右翼四旗。自划分区域

以后，势不能再使旗与县分，致多窒碍。倘一并令旗县俱隶归绥，则察哈尔左右翼八旗相沿

既久，关系甚深。一经划拨，难免不横生枝节。矧设立行政区域，诚以财政为前提，察哈尔仅

得张、独、多三县，收入无多，基础亦难期巩固，益以丰、凉、兴、陶四县，庶将来措施较便，藉利

推行。（内务部）等再四筹思，熟确于地理之沿革，详度于管辖之利弊，惟有以张北、独石、多

伦、丰镇、凉城、兴和、陶林等七县及锡林果勒盟十旗，察哈尔左右翼八旗各旗牧厂，定为察哈

尔管辖区域。④

６月 １４日，大总统予以批准，并饬令绥远将军和察哈尔都统，经此次划分后，双方“一律遵守，毋
得再有争议”⑤。

察哈尔右翼地区之所以在行政隶属上发生纠纷，在于该地区旗县在行政上的分属、地域上的

重叠交错的政治地理格局。该地区原主要为察哈尔右翼 ４ 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游牧
地及太仆寺右翼牧厂。自清朝前期开始，随着民人在该地区的开垦、定居，先后设立丰镇、宁远、

兴和、陶林 ４厅。从地理范围上看，４厅土地均为旗群原游牧地，清末全面放垦之后，厅、旗又呈现
出交错插花的格局。在行政上，旗、厅隶属不同的行政体系：自乾隆二十六年设立察哈尔都统，

①

②

③

④

⑤

《额色勒克们德等请准将察哈尔右翼四旗暨兴宁丰陶四县仍归察哈尔原管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

１００１，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５１１，第 ８６—９１页。
《划分察哈尔右翼四旗暨兴和、丰镇等处归绥远管辖窒碍难行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１，
案卷号：１５１１，第 １３９—１４４页。
《四月二十三日大总统府呈批事由单》，《政府公报》第 ７０５号，１９１４年 ４月 ２３日。
《内务总长、财政总长、陆军总长呈为核议察哈尔特别区域（各情形，会同呈复，请训示施行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２，案卷号：１５１０，第 １２—１７页。
《大总统批令》，《政府公报》第 ７５７号，１９１４年 ６月 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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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八旗蒙古一直由该都统管辖；右翼 ４厅则隶属山西，清朝前期分属大同、朔平二府，自光绪
十年（１８８４）改隶归绥道，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四厅改县，所属仍旧。这样的政治地理状态成为察、
绥双方争夺的依据。

右翼 ４县地区之所以成为察哈尔都统、绥远将军的争夺焦点，还在于其财赋收入的丰厚。右
翼 ４旗地区水土条件较为优越，因而土地开垦面积较广，人口较多，是口外地区重要的财赋之区。
据统计，至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右翼四厅耕地面积共计 ６０ ０００ 余顷，实际征收田赋达 ８５ ０００
余两，另征米 ５ ２００余石（表 ２）。

表 ２　 右翼四县耕地、粮赋一览表

户数 ／户 人口 ／人 土地 ／顷 田赋 ／两 折米 ／石

丰镇厅 ３３ ７７６ ２１９ ８２３ ２７ ０７８． １５ ３６ ４９８． ０６ １ ４７１． ４３

兴和厅 — ７８ ３１８ １５ １４９． ４３ ２１ ４７１． ０３ —

宁远厅 — ２４０ ５４４ １４ ０６３． ３６ ２２ ９７２． ４７ ３ ７８１． ８６

陶林厅 １ ８６１ １４ ５６２ ４ １３０ ４ ５０４ —

合　 计 — ５５３ ２４７ ６０ ４２０． ９４ ８５ ４４５． ５５ ５ ２５３． ２９

　 　 资料来源：光绪《归绥道志》卷一一《户口》、卷一八《田赋》（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３７５—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２、５４５—５６６页）。

而右翼 ４县的财赋税收，又与察哈尔都统衙门、绥远将军衙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改隶归绥
道之前，丰镇、宁远二厅田赋收入即解送绥远同知衙署作为驻防军队粮饷；改隶归绥道之后，各厅

的田赋收入除了仍作绥远驻防军队粮饷之外，亦须向归绥道解交赋税。至光绪三十二年，丰镇厅

赋税收入中解送绥远将军衙门、归绥道衙门、绥远同知衙门的达 １４ ３８２ 两，宁远厅（民国三年改
凉城县）解送绥远将军衙门、归绥道都统衙门、归绥道衙门共计约 ８ ４６５ 两。① 二厅共计 ２２ ８４７
两。同时，右翼 ４厅大量区域由察哈尔游牧地开垦而来，按例须向所垦旗分交纳“另租”作为补
偿。例如，光绪三十二年，丰镇厅每年需向察哈尔都统衙门解送 １ ２７４两余，宁远厅则向该衙门解
送 ５ ７５８两余，用于补偿右翼 ４旗游牧地的开垦。因此双方对右翼旗县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虽然右翼 ４县在行政隶属上与绥远关系较深，但最终决定其行政归属的，是察哈尔蒙古的隶
属意愿。察哈尔八旗原为清朝重要的行政组织，自清初设立以来，其体制一直相沿未改，察哈尔

蒙古人对此也有着较为强烈的部族认同。将右翼县、旗划归绥远，破坏了原有的行政组织，造成

了部族的分裂。民国初年，蒙古部众本已对北京政府的对蒙政策有所疑虑，此时改变其原有的行

政组织，无疑会使蒙古民众产生恐慌。再有，察哈尔右翼旗、县在地理位置上呈现插花交错格局，

在经济上有着“租佃”关系，右翼 ４县的划隶绥远，也影响到察哈尔蒙古的经济利益。这也会引起
察哈尔蒙古的不满。从以上两方面来看，右翼旗县隶属关系的遽然变更，会造成蒙古部众对中央

政府的离心倾向，危害边疆稳定。可见，民族因素成为影响边疆地区区域调整的关键因素。

（二）察哈尔、内务部对口北道 ３县隶属的争议
在第一次反对右翼 ４县划归绥远的意见被驳回之后，察哈尔都统何宗莲曾转变计划打算向

南扩展辖县，提出划入直隶口北道所属万全、赤城、龙关 ３ 县，３ 县位置如图 ３ 所示。该 ３ 县的隶

① 光绪《归绥道志》卷一八《田赋》，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５４５—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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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直隶万全、龙关、赤城三县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８ 册《清时期》“直隶”图（中

国地图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 １９９６年印刷，第 ７—８页）改绘。

属争议，主要是在察哈尔都统和内务部之间，该都统先后呈文四次要求划入，内务部则一再拒绝。

１９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８日，何宗莲首次提出划入万全等 ３县。他在给大总统的呈文中称，察哈尔若
独立设区，其军事饷糈、八旗官兵善后及行政经费均需就地筹款，这就需要足够县治区域作为财

政基础。从行政上来看，原属直隶之万全、赤城、龙关距离直隶省会遥远，管辖不便，察哈尔都统

驻扎张家口，管辖 ３县更为便利。①

但内务部对察哈尔特别区域范围却有着不同的规划。在 １９１４年初拟订的特别区域方案中，
察哈尔特别区域包括张北、独石、多伦 ３县，察哈尔左翼 ４旗、牧场及锡林郭勒盟 １０ 旗，都统驻地
须移治口外多伦县。②对此时何宗莲的要求，内务部十分反对，对其理由一一驳回。内务部认为，

拟设于内蒙古地区的特别区域，辖境均以外长城为界，若将万全等 ３县划入察哈尔辖区则有违统
一规划，也破坏了口北道地理形势的完整。对于何宗莲所称扩大财政基础、距省较远不便管辖等

理由，内务部认为，万全等 ３县并非财赋之区，于察哈尔并无太大补益；３县虽距省较远，但口北道

①

②

《拟划万全赤城龙门张北独石多伦六县归察哈尔管辖根据殖边藉资推广（呈大总统原稿）》，全宗号：１００３，案卷号：
８０１，第 ５９—６１页。
内务部职方司：《改划全国特别区域说明书》，民国二年铅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第 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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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近驻宣化，管辖并无不便。①

对内务部的规划方案，何宗莲也十分不满。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他再次呈文大总统，直饬内务
部“徒事空论，不谙边情”，“纸上谈兵、室中划界”。内务部规划方案中，察哈尔特别区域仅辖

３县，并且拟划口北道 １１县为高层政区。何宗莲认为，如此调整会使高层政区“纷更割裂”，无以
自立；与其如此，不如将口北道和察哈尔特别区域合为一区。内务部还要求察哈尔都统移治口外

多伦县，但何宗莲认为：“张家口为察哈尔无可疑义之治所”，划入万全等 ３ 县也是为了方便都统
驻扎张家口。②

对于何宗莲的激烈批驳，内务部不为所动，仍坚持原案。３月 １３日，内务部亦呈文大总统，坚
持以外长城为界，不允许万全 ３县划入察哈尔，并再次提出都统驻地移至口外③，此时，由于内务
部的反对意见，都是直接呈交大总统，并未咨文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因其两次呈文均未得到中央

政府回应，遂于 １９１４年 ４月第三次提交呈文，催促核准其要求，其理由仍是前述为保证财政充
足、行政便利等事项④，然而同样未得到中央部门的回应。５ 月 １７ 日，何宗莲第四次递交呈文，呈
文中，他依然强调财政需求和行政便利等理由，还对右翼旗县划入绥远表达反对，提出将右翼 ４
县、万全 ３县共 ７县划入察区。⑤ 最终，内务部察哈尔特别区域西、南两处纷争同时裁定，对其所
辖范围进行了折中安排，前述右翼 ４县归还察哈尔，而万全、赤城、龙关 ３县仍隶直隶：

（内务部）等详慎考核，张北、独石、多伦三县为察哈尔旗地，当然属于管辖范围。其万

全、赤城、龙关三县系外长城以内地方，实无划归特别区域之理。且口北道为直隶重镇，外控

蒙古，内凭居庸，除张独多三县划出外，形势甚为完固。若复于北部拨出三县，则该道区域既

形破碎，行政即不无错杂之虞。兼之直隶辖县划为热河者十有四，划归顺天府者十有八，此

次察哈尔又有张独多三县，统顾兼筹，碍难再为划拨。原呈所请划之万全、赤城、龙关三县，

应即无庸置议。⑥

万全、赤城、龙关 ３县位于长城以南，而察哈尔都统辖区主要为长城以北区域，该都统为何对
此 ３县一再索取？这与该三县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万全、赤城二县境内
的张家口、独石口两处关口，自明代以来即为出入边墙的交通要隘，一向由重兵驻守。在清代，此

二口更是驻扎满蒙八旗，以及较高规制的绿营官兵。乾隆二十六年设察哈尔都统，统辖该处的驻

防官兵及口外察哈尔八旗蒙古，都统驻地即为万全县张家口。另外，清朝雍正年间所设的张家口

理事同知、独石口理事同知（乾隆初年形成张家口、独石口二厅，光绪八年改抚民衔，民国二年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函国务院本部对于察哈尔拟划行政区域意见请提交国务会议议决文（一月二十四日）》，内务部总务厅统计科：《内

务公报》第 ５期，１９１４ 年 ２月 １５日，第 １１８—１２０页。
《为内务部规划察哈尔特别区域误会形势呈大总统（原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３，案卷号：８０１，第
６２—６４页。
《呈大总统拟划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域祈鉴核示遵文（三月十三日）》，内务部总务厅统计科：《内务公报》第 ７ 期，１９１４
年 ４月 １５日，第 ４９６—４９８页。
《拟请将直隶所属沿边之万全赤城龙门三县实行划归察哈尔管辖藉以推广区域筹款办公整顿边防呈大总统原稿》，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３，案卷号：８０１，第 ６５—６７页。
《署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呈前请改组察防行政区域，暨指驳都统驻节地点规划不明各案，日久未经议决公布，无（从）进

行，再陈大略，请允准施行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２，案卷号：１５１０，第 ９—１１页。
《内务总长、财政总长、陆军总长呈为核议察哈尔特别区域（各情形，会同呈复，请训示施行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２，案卷号：１５１０，第 １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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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独石 ２ 县）驻所，也分别侨治于万全县张家口、赤城县独石城，并对所驻地方有管理权限。
可见，万全、赤城等县在行政、军事方面，与察哈尔都统和张北、独石二县有着紧密的关系。更为

重要的是，万全等 ３县能够提供较为丰厚的赋税收入。从辖境范围来看，万全、龙关、赤城 ３ 县较
口外各县为小，但因位于长城以南的盆地地区，气温、降水、水源、土壤等条件都较之优越，故地亩

产量、赋额高于口外各县。① 再有，万全县张家口镇是连通塞内外的商业中心。该镇面积 ２０平方
里②，分为上堡、下堡两部分。上堡是对俄贸易的集散地，大多为进口俄国呢绒、皮毛制品以及出

口茶叶的货栈；下堡分布有盐碱、皮革、木器、面粉等作坊以及钱庄、票号等商铺，较之上堡为繁

盛；上、下二堡之间是满蒙驻防八旗的住宅区和校场。③ 据调查数据显示，１９１２ 年张家口全埠民
商户共 １５ ８５６ 户，计 １３２ ６２１ 口。④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 年，张家口镇商户不下 ７ ０００ 家，占民户的近
１ ／ ２。⑤ 从贸易数额来看，该处在清末时期，进出口总额约合 １ ２００ 万两，至 １９１８ 年张库汽车路
建成之后，贸易额剧增至 １５ ０００ 万两（其中进口 ８ ０００ 万两，出口 ７ ０００ 万两）。⑥ 就商业税收
而言，张家口税额在嘉庆年间达到过 ６万余两；虽然在俄商的不平等特权的排挤下，光绪二十六
年（１９００）的税额仅剩 ３万余两。⑦ 但就税额数量来说，仍属可观，张家口镇仍为重要的赋税
来源地。由以上分析可见，划入万全、赤城、龙关等 ３ 县，察哈尔都统不仅可在行政上统一
管辖权限，而且在粮赋、商税等方面也能有丰厚来源。因此，时任都统何宗莲一再要求其划

入此 ３ 县。
然而内务部考虑的完全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即维护口北道地区对首都的战略安全地位。口

北道位于今宣化盆地内，该盆地南北两道山岭于东部交汇，呈现出南、东、北三面环山的形态。由

于地理形势的阻隔，南北两道山岭成为京畿地区天然的屏障，口北道地区也成为京师、内地天然

的战略缓冲区。自明代开始，该区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京畿屏障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军事重

镇。南北山岭之上也开始修筑长城，其中北为外长城，南为内长城（又称“大边”“二边”）。就行

政区划而言，自清朝康熙年间以来，该区设有 １０县，其中，万全、龙关、赤城 ３ 县北倚边墙，为该区
毗邻口外察哈尔地区的最主要县份。从隶属关系上看，区内各县历来隶属同一统县政区之下（如

清代的宣化府、民国的口北道），而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保持了该地区完整的地理形势，也维护了

该区屏藩京畿的战略地位。倘若万全、赤城、龙关 ３县划归察哈尔，北部的山川险隘被打破，对于
京畿来说，只剩内长城一道防线，口北道区域便失去了缓冲区的功能。这对战略安全来说是更大

风险。因此，内务部一再否定划出万全等 ３县的请求，坚持以外长城为界。
察哈尔都统与内务部的分歧，主要是所持立场的不同，而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发生冲突时，

中央政府的利益显然成为优先考虑的因素。最终，察哈尔特别区域南部按照山川形势划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寔：《察哈尔省口内外之农业》，《大公报·史地周刊》第 １１５３８号，１９３５年 ８月 ２日，第 １１版。
民国《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 １５ 册，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４２７页。
［俄］阿·马·波兹德聂耶夫著，张梦玲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７０３—
７１８页。
民国《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人口”，《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 １５册，第 ４２８页。
杜赓尧：《张垣金融之今昔》，《交行消息》，１９３３年第 ２卷第 ６期，第 ７页；民国《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中国地方
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 １５册，第 ４３１页。
民国《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 １５册，第 ４３６页。
许檀：《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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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察哈尔都统行政区域基本确定，但察哈尔与直隶的边界纠纷仍在持续。１９１５年底至 １９１６
年 １０月，察哈尔特别区域与直隶省就张家口大境门外的坝台还出现了将近一年的纠纷（图 ４）。

图 ４　 张家口外大境坝形势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直隶口北道尹呈据直察印委会同绅商勘定坝台仍归直隶管辖图》改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５１１，第 １２０—１２１页。

１９１５ 年底，察哈尔特别区域张北县知事咨文直隶万全县知事：按照内务部有关直隶、察
哈尔以外长城为界线的规定，大境门之外的地带应划归察哈尔，要接管张家口大境门外坝台

一带。此要求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万全县知事与张家口镇民众的强烈反对。万全县知事等认

为，大境门外坝台关系到张家口城墙及商民的安全，必须隶属万全县管辖。再有，坝台一带民

政事务，包括户籍、赋税、司法等，历来由万全县管辖，该处的税收也是万全县颇为重要的财政

收入；张北、万全二县在察哈尔特别区域设立之前，便是以此坝台为界。①但察哈尔都统声称，之

前旧界并不算数，新界应以 １９１４年 ６ 月内务部新定的外长城为准。直隶巡按使称，即使以新界
为准，万全、张北在 １９１４年 ８月 ８ 日已经勘定界线，共同承认仍以大境门外坝台原界为界。②综
之，察哈尔方面坚持以外长城为界，直隶方面坚持以大境门外坝台为界。双方对坝台地带的归属

争持不下。

１９１６年 １月 １５日，直隶巡按使呈请内务部主持划界。③经内务部批准，３月 １３日，直隶、察哈
尔方面分别委派口北道尹、兴和道尹会同履勘。经两道尹会勘，最终查明了大境门坝台的具体

情形：

大境门坝台即坝岗，南自河神庙起，西至二郎庙止，共长四百二十余丈。其南北一段尽

①②③　 《直隶巡按使咨陈万全县属大境门外一带地方应否归察区（管）辖，请由部主持委员会勘，划清界限各专责任由
（附原图一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５１１，第 ６０—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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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境门以内；东西一段宽二十余丈，长二百十余丈，确在大境门即外长城之外，划归张北实

属无可争执。惟该坝周围与大境门相连，为护城石坝，坝外有河一道，名通桥河，正沟、东沟、

西沟三水汇流，直趋坝台，夏秋水发，设有疏虞，张口全镇必成泽国。①

调查得知，大境门处坝台半在边墙以内、半在边墙以外。若以边墙划界，大境门以外的坝台

划入察哈尔本无争议。但该堤坝关乎该处边墙、商民安全，对于张家口镇确属更为紧要。同时也

查明，直隶、察哈尔在 １９１４年 ８月 ８ 日第一次会同勘界时，时任直隶口北道尹、察哈尔都统署总
务处长、察哈尔兴和道尹三员共同议定，以大境门外坝台原界为界：坝台以南属万全，坝台以北

属张北；只是在呈复划界方案时，“未将利害详为声叙，复未将部议‘以外长城为界’一语详请取

消，以致该处划界长期未能解决”②。

然而，对于第二次会勘结果，察哈尔都统并不认可，仍坚持以外长城划界，索要该地的管辖

权。就山川地势而言，张北县辖区位于河流上游，并无水患之虞，该处堤坝对于张北县无关紧要。

察哈尔都统之所以坚持划入坝台地方，实际上是因为该地带的赋税收入。该处虽位于边墙之外，

但早已成为繁盛的商业区。大境门与元宝山之间的地带（俗称“坝岗子”）素为蒙汉牲畜交易市

场。每年，北部的察哈尔、苏尼特等部蒙古都会驱赶牲畜来此贸易：秋冬季节为牛羊贸易旺季，

春夏之交为马匹贸易季节。旺季时，每天都有几百甚至几千头牛羊出售，马匹的年贸易数量有时

高达 ３万匹。③ 至光绪年间，该处又成为俄商的聚居地带。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二月，清政府与俄国
签订《改订条约》，允许俄国商人在张家口建造民房、货栈。④ 俄商住宅、货栈即聚集边墙之外的

元宝山一带，主要贮存俄国商品及茶叶等。另外，山西、北京商人也于此地开有众多商铺，经营蒙

古人所需的茶叶、布匹、皮革、木器、铁器等商品。⑤ 繁盛的商业使得该地成为重要的税收来源

地。故此，察哈尔都统一再坚持划入该地带。

对于察哈尔方面的执意争夺，直隶省长只得再次呈文内务部，要求将该坝台裁归万全县。⑥

内务部认为，既然坝台对张家口镇人民生命财产关系重大，又有民国三年之勘界协定，理应完全

划归万全县。１９１６年 ８月 １２日，内务部将此决议分别咨文直隶省长、察哈尔都统，令其遵守。⑦

经此裁定，坝台归属问题终于告一段落。９月 １１日，双方进行具体界线划定，直隶派出口北道尹
代表与万全县知事、察哈尔派出兴和道代表及张北县知事，并邀集张家口绅董，共同勘查界址。

最终议定：“西以坝台以上二郎庙西厢房后檐墙滴水分界，西为张北县境，自二郎庙起迤东，坝台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直隶省长咨陈查勘万全县属大境门外坝台地方划归张北实有窒碍各情形，检同照片绘图禀件请核夺主持、见覆饬
遵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５１１，第 １０７—１１３页。
［俄］阿·马·波兹德聂耶夫著，张梦玲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 ７００—７０１页。
《圣彼得堡条约》（又称《改订条约》），海关总署《中外旧约章大全》编委会：《中外旧约章大全·第一分卷》，中国海关

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０３９页。
［俄］阿·马·波兹德聂耶夫著，张梦玲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 ６９５、６９８—７００页。
《直隶省长咨陈查勘万全县属大境门外坝台地方划归张北实有窒碍各情形，检同照片绘图禀件请核夺主持、见覆饬遵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１，案卷号 １５１１，第 １０７—１１３页。
《咨直隶省长、察哈尔都统大境门外坝台地方既经勘明与全镇极有关系，应即划归万全县管辖，希即会同迅速办理文

（八月十二日）》，内务部总务厅统计科：《内务公报》１９１６ 年第 ３６ 期，第 １００—１０１ 页；《咨直隶巡按使坝台地方归何
县管辖应查照前案会商办理由》《咨察哈尔都统坝台地方归何县管辖应查照前案会商办理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５１１，第 ７７—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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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万全县境。”①１０月 １６日，内务部咨文直隶、察哈尔，此项划界准予备案。② 至此，直隶、察
哈尔界线完全划定。

察哈尔、直隶关于大境门坝台的纠纷，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区域的最终隶

属，中央政府倾向于利益关切更为重大的一方。大境门处的划界，实际上是直隶、察哈尔划界的

细化和补充，该处最终的界线按河流形势进行了划分。

（三）察哈尔、热河对经棚县隶属的争议

经棚（蒙古语为“毕鲁浩特”）地方，位于热河都统辖制的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境内。该地交

通位置优越，“西、北两面又有至库伦、沈阳之商路及吉林、黑龙江入关必由之大道”③，较早出现

了民人开垦，并形成了商业市镇。清末，经棚已经成为东部蒙古著名的商业中心。据俄国人波兹

德涅耶夫于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六月途经该处时所记，经棚有店铺 ５００ 余家，经营粮食、绸布、
茶叶等各类物品，也是蒙古、民人买卖牲畜的一大贸易地点。光绪十年经棚开始设立税关，该

处亦成为税收重镇。④ 至 １９１３年，该地居民共分 ４８牌，各类人口共计 １０ 余万。⑤ 可见其商业的
繁盛。

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八月，该地设白岔巡检司，管辖民人开垦。光绪十年，巡检司由白岔移治经
棚。⑥虽然该地位于热河都统节制的克什克腾旗境内，但却隶属设于察哈尔地区的多伦诺尔厅。

之所以形成这种隶属关系，主要是由于经棚地方与多伦诺尔距离较近，与承德府所属州县距离过

远。随着农业开垦的向北推广，热河都统所辖的北部盟旗地区出现新治。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二月，巴林右旗地方设置林西县⑦，与经棚距离不远。北部盟旗的设县，为日后经棚地方改为热

河都统所属创造了条件。１９１３年初，外蒙古军队南犯，一度占领经棚地方。同年 １０ 月 １０ 月，热
河都统姜桂题等克复经棚，对该地形成了实际管辖。在此期间，该都统也向中央政府呈准，将经

棚划归热河，并由热河筹划设县。⑧

此后，热河都统姜桂题开始与察哈尔都统交涉接收经棚地方。该都统先后咨文察哈尔都

统，要求其将原设于经棚的牲捐局取消，并划清多伦与经棚之间的界线。由于经棚为察哈尔

税收来源之一，察哈尔都统并不愿交出管辖权，故而一再推托：先是以察防经费艰窘为由，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第捌拾陆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５１１，第 １３１—１３４ 页；《直隶口北道尹呈
据直察印委会同绅商勘定坝台仍归直隶管辖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５１１，
第 １２０—１２６页。
《咨直隶省长、察哈尔都统会勘坝台以上划归万全县管理情形准予备案文（十月十六日）》，内务部总务厅统计科：《内

务公报》１９１６年第 ３８期，第 ２６８页。
〔清〕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一《酌改三厅移兵控扼折》，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 ４６
辑第 ６９３册，文海出版社 １９７０年版，第 １２６９—１２７０页。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张梦玲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第 ４０９—４１０页。
《林西司令吴俊陞来电（一月十九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２，案卷号：１５１７，第 ５６—
５７页。
程廷镛：《经棚日记》，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６页；康清源纂修：《热河经棚县志》卷二《建置》，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４７页。关于白岔巡检司的设置时间，另有史料载为嘉庆年间设置，参见《清史稿》卷五一九《列传三百六》，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年版，第 １４３５０页。
周振鹤主编，傅林祥、林涓、任玉雪、王卫东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２７页。
《致热河都统电（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２，案卷号：１５１７，第 ６５页。



民国初年察哈尔特别区域的设立与区域调整 ６５　　　

求暂缓取消税局；又以察哈尔辖区仍在商议、尚未确定，推辞多伦、经棚划界。①对其理由，热河

都统并不认可，认为察哈尔区域纠纷在西、南边界，与热、察划界并无妨碍，遂单独向中央政府

提出划界方案，以克什克腾旗与察哈尔锡林郭勒盟旗原界为热河、察哈尔的分界，得到了内务

部、大总统的批准。② １９１４年 １１月 ３０日，经棚的行政区域与边界最终确定，热河、察哈尔划界完
成（图 ５）。③

图 ５　 察哈尔与热河经棚划界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第 １６图（申报馆 １９３４年版）改绘。

从经棚地方隶属关系的调整来看，察哈尔与热河并未出现较为激烈的纠纷，但其过程也并非

完全顺利。察哈尔都统对交还经棚颇不情愿，其主要目的仍是保留在经棚地方的赋税征收。但

自清末以来，随着开垦推进，北部盟旗地区县治增加，察哈尔、热河都统对经棚地方的控制力量的

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棚隶属热河更为近便。

①

②

③

《国务总理熊希龄呈大总统转据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经棚既划归热辖所有，察防附设之牲捐分局似应取消等情，请

鉴核示遵文并批》，《政府公报》第 ６２５号，１９１４年 ２月 ２日；《内务总长朱启钤、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呈，热河经棚
与察哈尔界址应行划清，拟请饬下该都统等派员勘定，再将经棚设县情形及辖境绘图咨部呈复请示文，并批令》，《政

府公报》第 ７８４号，１９１４年 ７月 １２日。
《内务总长朱启钤、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呈，热河经棚与察哈尔界址应行划清，拟请饬下该都统等派员勘定，再将经

棚设县情形及辖境绘图咨部呈复请示文，并批令》，《政府公报》第 ７８４号，１９１４年 ７月 １２日。
《内务部呈热河拟增设经棚县治并拟即以经棚定为县名，如蒙俯允并请饬铸发印信绘具地图，乞训示施行文并批令》，

《政府公报》第 ９２７号，１９１４ 年 １２月 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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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行政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差异较大，因此在政治进程、政区设置上

有其特殊性，而其治理成败，对中国边疆安全影响巨大。① 民国初年，内蒙古地区在严重的边疆

危机背景下，出现了设置高层政区的迫切需求，但高层政区的形式却不能照搬内地的省制模式。

基于其迥异于内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边疆地区的行政、经济格局也与内地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

以察哈尔地区为例，其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该地区成为优良的游牧区域，而只有

南部的察哈尔八旗地区存在适宜农业的最低条件。虽然经过清朝时期的多年开垦，但农业区域

仍仅限于南部的狭长地带。就政区设置来说，察哈尔地区仅设 ７县，其北部范围最远不超过边墙
以北 ４００里；各县北部广大的区域仍为蒙旗游牧区域。在道县无法管辖的蒙旗区域，地方治理只
能依靠蒙古王公的行政管辖，而蒙古王公历来反对改变原有的盟旗制度。因此，在高层政区的设

置上，必须考虑蒙古王公的诉求和意见。再有，高层政区的财政经费依靠县级政区的赋税收入，

而察哈尔地区此时辖县过少，农业区域有限，也无法满足一省的财政需求。因此，受行政、经济等

方面的制约，民国初年的高层政区采取了特别区域这一形式。

各特别区域的财政主要来自以农业为主的县制区域，因此各县可以说是特别区域立区的基

础和核心地带。边疆地区农业区域狭小，设县数量有限，为扩大赋税来源，三特别区域在区域划

定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邻近县份的争夺。其中察哈尔位于绥远、热河之间，与邻区的纷争最为显

著。蒙汉分治的行政传统及治所侨治的地理分布，为双方提供了争执的理由。而边疆地区民族、

军事、道里等特殊因素则成为区域隶属的关键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边疆地区高层政区的形式以及管辖区域划定，均受到当地自然地理及行政、经济

等状况的巨大影响。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内蒙古北部广阔的地区更适宜牧业的发展，而无法支

撑和维持省制。虽然南京政府时期察哈尔省得以强力设置，但在财政上得益于南部口北道十县

的划入；而在行政上，改省的举措遭到了蒙古族上层的长期反对。大范围的农牧混合、旗县并立

格局，终究会增加地方治理的行政成本，经济建设中也不便协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１９５２年 １１月 １日），察哈尔省最终撤销，行政、经济不便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②

①

②

安介生：《政治归属与地理形态———清代松潘地区政治进程的地理学分析》，《历史地理》第 ２６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６３—１９０页。
《人民日报》１９５２年 １１月 １７日，第 １版。




